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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实施会因管制力度和异质区域土地发展权受

限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带来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对已有文献进行系统梳

理的基础上，对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效应及协调发展机制进行

了评述，并对其研究趋势和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分析发现：学术界对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经济外溢效应研究逐渐聚焦到大尺度层面的区域发展不平衡

效应上；为得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因果效应，在研究方法上，

开始转向准自然实验和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研究方向上越来越重视如何创新

政府调控制度，以促进管制弱化区域和管制强化区域的经济协调发展。未来的

研究重点应在揭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影响区域发展不平衡机理的基础上，量化

评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在多大程度上拉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并据以创新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

关键词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发展不平衡；土地发展权；溢出效应；区域经济

协调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３－３０
基金项 目：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４１３７１５１９）；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青 年 基 金 项 目

（１８ＹＪＣ７９０２０８）；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自 由 申 请 项 目（２０１８Ａ０３０３１３４０４）；中 国 博 士 后 科

学基金（２０１７Ｍ６２２７０５）；广州市哲学社科“十三五”规划２０１７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

践专项课题（２０１７ＧＺＭＺＹＢ１１）。

作者简介：余亮亮（１９８９—　），男，河南驻马店人，博 士，助 理 研 究 员，讲 师。主 要 研 究 方 向 为 土 地 经

济与管理。Ｅｍａｉｌ：ｙｕ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９０＠１６３．ｃｏｍ。

通讯作者：蔡银莺（１９７９—　），女，广东潮州人，博 士，教 授，博 导。主 要 研 究 方 向 土 地 资 源 经 济 与 管

理。Ｅｍａｉｌ：ｃａｉｙｉｎｙｉｎｇ＠ｍａｉｌ．ｈｚａｕ．ｅｄｕ．ｃｎ。



一、引　言

国土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长期以来，中国非常重视空间规划、

用途管制等规划管制政策在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和资源高效利用方面的作用及成

效。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实施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用途管制以及基本

农田保护区规划，到２００６年 的“十 一 五”规 划 提 出 推 进 形 成 主 体 功 能 区，再 到

２０１６年３月的“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

础制度的作用，加快完善主体功能区政策体系，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

展”。在此基础上，国土资源“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为“以土地用途管制为基础，

将用途管制扩大到所有自然生态空间，构建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用途管制为主

要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重申要将“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作为今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由

此可见，中国对国土空间规划管制的定位和探索在不断深化和发展。

土地利用的外部性，需要政府通过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措施来纠正不同

区域和不同主体对土地的不合理利用行为，进而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然而，

空间用途管制的方式，会造成不同区域之间发展权利的不公平，根据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制度的要求，开发型区域的主体功能是进一步集聚人口和产业，而保护型

区域的主体功能则是提供农产品和生态产品。土地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用途和使

用强度上，对同一块土地施以不同的利用方式，产权人拥有的财富价值大小将会

差异巨大，因此，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实施将会导致开发型和保护型区域之间、

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不平衡，进而会进一步拉大两大区域之间

的发展差距。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梳理既有关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对区域经

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的文献，总结目前的研究内容及研究趋势，为未来的进一步

研究指明方向。此外，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凸显出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下区域发展不平衡及协调发展机制问题是当前及今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因而讨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效应也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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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内容

对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认识不仅涉及国土空间利用的外部性特征，还关系

到我们对于政府与市场边界的认知。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说，只要存在公共物品、

外部性、垄断或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的表现，政府就应该做出相应规范，以纠

正市场不完善导致的效率损失。为有效应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世界各

国均采取了一系列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措施，例如：德国国家层面的《联邦空间

秩序规划法》、州一级的《州国土空间规划法》，日本的《国土形成规划法》和《国土

利用规划法》，瑞士的《联邦空间规划法》等，目的均在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提高国土空间利用效率（杨荫凯，２０１４）。按照资源禀赋、功能类型及经济发展定

位，把整体国土空间划分为开发型区域和保护型区域，进而对不同分区实施差别

化的投资、产业及土地政策。然而，在严格的用途分区及规划管制下，保护型区

域因要保护耕地或生态环境敏感地，而丧失大量的经济发展机会，将导致其与开

发型区域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世界各国均设

计出了多样化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以促进各类型管制区域在资源环境保

护和经济发展中发挥各自优势，共享国土空间优化和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基

于以上实践内容，国内外关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效应及协调

发展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工具及测度方式

空间用途管制最早起源于城市内部，目的在于有效隔离工业区与住宅区，以

确保相邻土地利用的兼容性。随着城市的无序蔓延不断蚕食其周边优质的耕地

和生态用地，为保护开敞空间，发轫于城市内部的分区管制方式开始在城市外部

甚至更大区域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现有关于不同区域尺度的空间管制工具主

要有最小地块尺寸（ｍｉｎｉｍｕｎ　ｌｏｔ　ｓｉｚｅ）、容积率管制（ｆｌｏｏｒ　ａｒｅａ　ｒａｔｉ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农地储备区（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ｅ）、绿带（ｇｒｅｅｎｂｅｌｔ）、城市增长边界（Ｕｒｂ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ＵＧＢ）、分 区 规 划（ｚｏｎｉｎｇ）等（Ｖｅｔｔｏｒｅｔｔ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Ｋｏｎｏ

＆Ｊｏｓｈｉ，２０１８）。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面临“吃饭”和“建设”之间的矛盾更

加尖锐，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一直处于两难境地（谭荣和曲福田，２０１０）。为了强

化对耕地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优化国土空间利用格局，中国相继实施了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土地用途管制、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规划等一系列规划管制措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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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限制到空间边界管控，中国的国土空间规划管制程度在不断强化（余亮亮和

蔡银莺，２０１５）。近年来，面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受资源环境约束不断趋紧的现

实困境，学者不断呼吁要建立和完善“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和国土空间 开 发 保 护 制 度，合 理 配 置 城 市 化 空 间、农 业 空 间 和 生 态 空

间，以形成国土空间开发与人口 资 源 环 境 相 协 调 的 区 域 发 展 格 局（林 坚 和 许 超

诣，２０１４；樊杰，２０１５；严金明等，２０１７）。

在已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及其社会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中，关于空间用途

管制这个核心解释变量的测度深受应用计量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对其的刻画经

历了从０／１二分类哑变量、计数型变量，到沃顿住宅土地利用管制指数、伯克利

土地利用管制指数，再到通过利用用途管制措施实施的不一致性，构造准自然实

验的过程。对某一个具体的用途管制措施实施绩效的检验，通常采用二分类哑

变量来表征。Ｔｈｏｒｓｏｎ（１９９７）对研究区域不同年份限制性分区的实施情况施以

不同的哑变量，实施年份用１表征，未实施年份用０代替，分析了一个严厉性的

限制性分区措施与新建住宅房屋减少的关联性。张全景等（２００８）把土地用途管

制当成虚拟变量，实施前设定为０，实施后设定为１，分析了土地用途管制的耕地

保护绩效。当一个社区或区域的土地利用被多种空间规划管制措施所限制时，

通过直接加总土地管制类型的数量，用来作为国土空间管制程度的代理变量，利

用这种计数型变量来刻画国土空间管制强度，一个显著的优点是能够分析单个

管制措施的偏效应。例如：在假设被调查访问者能清楚地回答被采纳的总土地

利用管制数量的前提下，Ｊａｃｋｓｏｎ（２０１６）利用两次对加利福尼亚州土地利用规划

官员做的调查，估计了土地利用管制对新建房屋供给的影响程度。但是，对规划

管制措施的数量进行直接加总，也会掩盖不同管制工具的异质效应，例如有的管

制手段严厉性更强，通 过 简 单 加 总 不 能 有 效 地 反 映 土 地 利 用 的 被 管 制 程 度，因

此，给予不同的管制手段以不同的权重，构造一个综合性的国土空间管制指数成

为许多实证研究的新选择，其中应用最广泛的当属沃顿住宅土地利用管制指数

（Ｗｈａｒｔｏ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Ｉｎｄｅｘ，ＷＲＬＵＲＩ）和伯克利土地利

用管制 指 数（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ＢＬＵＲＩ）（Ｇｙｏｕｒｋ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与 ＷＲＬＵＲＩ指数相类似，Ｊａｃｋｓｏｎ（２０１８）也利用加利福尼亚州土地利用

调查的数据，构造了一个从不同维度反映土地利用管制的综合管制指数，发现土

地利用管制强度的大小与加利福尼亚州住房市场的繁荣与衰落有密切关系。

以上对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测度都是把规划管制看成影响不动产价值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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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量，但是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把规划管制当作内生变量。因为有一些

不可观测因素在影响不动产价值的同时，也会影响政府关于如何实施空间用途

管制的决策，这就会导致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这一核心解释变量的内生性，传统的

回归分析方法已不能得到一致的估计。已有研究认为规划管制的实施会对被管

制区域私人土地 产 权 带 来 消 极 影 响，但 是，当 把 规 划 管 制 当 成 是 内 生 变 量 后，

Ｇｒｏｕｔ等（２０１１）利 用 断 点 回 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ＲＤＤ）分 析 了

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城市增长边界对房屋住宅产权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没有

证据能有效 地 证 明 土 地 利 用 管 制 的 实 施 减 少 了 私 人 土 地 产 权 价 值。Ｓｈｅｒｔｚｅｒ

等（２０１８）利用芝加哥１９２３年采用的综合分区规划，利用非线性模型首次分析了

土地利用管制的长期影响，结果发现历史上实施的分区管制会对目前的房屋价

格、污染工业的选址以及人口密度产生显著影响。

（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经济外溢效应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在消除土地利用负外部性的同时，也具有潜在的财富分

配等经济外溢效 应，会 通 过 对 土 地 价 值 的 改 变 进 而 影 响 不 同 群 体 的 福 利 状 况

（Ｋｏｎｏ　＆Ｋａｗａｇｕｃｈｉ，２０１７；文兰娇和张晶晶，２０１７）。通过空间用途管制政策干

预土地开发，首先会对城市的生态环境产生积极影响。有研究利用高分辨率的

遥感数据和卫星影像，检验了土地开发管制与城市住宅区域树木覆盖和保护的

关系，在控制住空间依赖效应和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发现土地开发管制显著

增加了住宅社区的树木郁蔽度（Ｌａｎｄｒｙ　＆Ｐｕ，２０１０）。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等（２００７）实

证检验了土地利用和森林保育管制对郊区住宅小区开敞空间供给的影响，发现

森林保护计划确实实现了其预定增加森林覆盖率的目标。但是否实现了提高社

会福利的目标则取决于增加森林面积产生的外部效益与其挤出的开敞空间之间

的权衡比较。进一步地，Ｇｅｏｇｈｅｇａｎ（２００２）利用享乐价格模型，检验了不同类型

的开敞空间在多大程度上能资本化到房屋价格中去，通过对马里兰州一个快速

发展的郡县的实 证 研 究，发 现 永 久 性 的 开 敞 空 间 能 增 加 附 近 土 地 价 值 达３倍

之多。

更多的研究主要是从规划管制对新建住宅供给、房地产价格影响的角度分

析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经济外溢效应（Ｌｅｖｋｏｖｉｃｈ　＆Ｒｏｕｗｅｎｄａｌ，２０１８），同时对

规划管制外 溢 效 应 的 概 括 大 多 是 增 加 显 性 成 本、不 确 定 性 或 延 迟 开 发 进 程。

Ｊａｃｋｓｏｎ（２０１６）利用加利福尼亚１９７０—１９９５年的面板数据，对 土 地 利 用 管 制 在

多大程度上影响新建房屋的供给进行了分析，发现土地利用管制显著减少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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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每增加 一 种 管 制 的 实 施，住 宅 许 可 平 均 减 少４％。Ｍａｙｅｒ和Ｓｏｍｅｒｖｉｌｌｅ
（２０００）利用美国４４个大都市区１９８５—１９９６年的季度面板数据，发现土地利用

管制降低了新建住宅工程的稳态水平。与管制弱化区相比，承受更高管制强度

的大都市区会减少４５％的开工率，价格弹性也会提高２０％。同时，不同类型的

管制也会有不同的效果，开发或环境影响费对新建工程的影响会更小，而延长开

发时机的管制则会有更大的显著 影 响。Ｉｈｌａｎｆｅｌｄｔ（２００７）分 析 了 土 地 利 用 管 制

限制对房价和空置土地价格的影响，不同于前人的研究，他把限制性指数看成一

个内生变量，并且估计效应允许随着市场设定的不同而变化，通过对佛罗里达州

１００多个城市的数据分析，发现更严厉的管制限制导致房价上升，而土地价格下

降。Ｇｌａｅｓｅｒ和 Ｗａｒｄ（２００９）发现在过去的３０多年里，美国东部的马萨诸塞州同

时出现了房屋价格上涨和新建住宅供给减少的奇怪现象，这一现象用土地的稀

缺不能很好地给予解释。他们发现最小地块尺寸约束和其他土地利用管制通常

是与新建住宅活动的减少相关联的，同时这些管制措施又与更高的价格相联系，

最终结论 为 由 于 目 前 的 土 地 利 用 密 度 太 低 而 不 能 最 大 化 当 地 的 土 地 价 值。

Ｃｈｅｓｈｉｒｅ等（２０１８）利用英国３５０个行政区域３０年的关于土地利用管制的面板

数据，发现土地利用管制更严厉的地区有更高的房屋空置率，居民要承受更远的

通勤距离，具体为管制指数上升一个标准差，房屋空置率会上升０．９个百分点，

居民的通勤距离上升６．１％。由此可见，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会对区域的住房市场

和劳动力市场产生意想不到的溢出效应。

在北美，规划管制也是被广泛应用于控制农地非农化的政策工具，其在控制

城市扩张、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敏感区域的同时，也会对管制区域内的农地价值

产生影响。２００４年，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通过了一项立法，内容为在绿带范 围 内

禁止农地非农化，这就是著名的绿带政策，这对城市周围１８０万英亩的农地带来

了直接影响。Ｄｅａｔｏｎ和Ｖｙｎ（２０１０）利用享乐价格模型对安大略省７　７６０个农田

销售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绿带立法影响了农田价值，但是效应大小则取决于距

离多伦多市区的远近。绿带内靠近大城市的农地价值下降了，并且统计上是显

著和稳健的，即主要是距离大城市５ｋｍ以内的农地价值下降了，超出这个范围

则不显著，一些偏远区域的农地价值甚至上升了。之前关于规划管制对土地产

权价值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距离保护区域较近的农业和城市住宅产权价值，

而Ｖｙｎ（２０１５）则在安大略省绿带立法的背景下，实证检验了农业区划对保护区

内部的乡村住宅价值的影响，发现被保护的开敞空间所产生的景观设施效应，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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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乡村住宅的产权价值提升。

（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

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与区域经济绩效息息相关，一方面，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和它的空间利用结构形式具有重要的相关关系，另一方面，该区域的空间结构形

式也深受其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因此，区域空间利用结构的变化与区域经济发

展之间存在着双 向 互 动 关 系（Ｐａｒｒ，１９８７；张 婷 麟 和 孙 斌 栋，２０１７；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聚焦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区域经济

效应上，且主要集中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对异质区域的经济增长、人口流动、就

业增长、产业结构以及财政收入等方面的影响。

Ｃｈｏ等（２００３）通过利用一个多分支的选择模型，分析了美国西部５个州（加

利福尼亚、爱达荷、内华达、俄勒冈和华盛顿）１９８２—１９９２年的城市化、土地利用

管制与公共财政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发现这５个州不同区域土地利用管

制程度呈现出不一致性，管制强度更高的区域减少了１２．２％的土地开发，但是增

加的房屋价格比例在１．３％～４．７％，从长期看，土地利用管制分别减少公共支出

和财产税５．６和８．４个 百 分 点，但 是 短 期 却 会 增 加 公 共 支 出 和 财 产 税９．８％和

１２．６％。Ｌｅｗｉｓ等（２００２）定量评估了从１９９０到１９９７年美国北方森林区域关于

林地保护的公共政策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研究方法运用了一个关于非都市区域

就业和净移民增长的联立方程模型，核心解释变量为１９９０年的林地保护率。结

果发现拥有更多保护地的县域，其净移民迁移率的比例也更高，但是迁移效应相

对较小，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该林地保护政策具有显著的就业增长效应。以

往关于空间规划管制区域经济效应的文献主要与住宅部门相关，最近的研究开

始转向其他产业部门。由于零售业发展需要大量的土地，面临的空间约束较强，

因此，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对零售业具有一定的成本增加效应。在很长一段时期，

我们并不知道对特定土地利用供给的限制是如何影响城市地区零售业发展的，

而１９６８年日本实施的分区管制政策则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检验机会。具体来说，

该规划管制政策对零售业主要有两点限制：一是法律禁止在特定的住宅和商业

区域建设商业销售网点；二是法律要求开发者如果想在特定区域建设一个商店

要获得当地政府的许可。基于此，Ｎｉｓｈｉｄａ（２０１４）在考虑到不同地 区 之 间 需 求、

成本和分区管制的空间相关性之后，利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分区管制对零售

业成本的影响，发现分区管制显著增加了零售业成本，仅仅第二种限制每年就会

给该区域的零售业多增加４．６万美元的成本。Ｈｉｌｂｅｒ等（２０１１）利用土地申请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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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率来表征规划管制强度，同时还选取了三个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

现被管制强度越高的区域，其零售业发展空间就越小，进而其零售业的全要素生

产率（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ＦＰ）也越低。

Ｂｕｒｎｅｔｔ（２０１６）利用数据密集型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一个中等

城市通过土地供给弹性改变表征的土地利用管制强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土地供给弹性的计算主要包括商业和住宅土地数据，而区域经济发展绩效主要

用就业、家庭收入、房屋价格和税收收入表征。ＣＧＥ模型克服了计量中测量误

差、影响孤立以及内生性问题，提供了包括边际和总体影响的系统分析。结果表

明由于本地居民的公共服务基本上都是由本地财政负担，管制强化地区的经济

发展受阻，税收收入也 相 应 地 有 所 减 少，进 而 本 地 民 众 的 社 会 福 利 水 平 大 大 降

低。Ｑｕｉｇｌｅｙ等（２００４）分析了繁荣经济下的区域土地利用控制与人口统计学结

果之间的关系，发现加利福尼亚州地方政府采取的独裁土地利用政策与人口重

新分配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主要表现为受到高强度控制发展的地区都经

历了人口流失。也有学者发现我国的主体功能区划促进了重点开发区域经济的

更快增长，认为国土空间分区管制以地为本的逻辑理念，使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与国土空间的开发重点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同向递增关系，短期内将不利于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薄文广等，２０１１）。王磊和沈建法（２０１７）通过实证研究发

现我国的 土 地 开 发 与 地 方 ＧＤＰ的 增 长 之 间 有 着 紧 密 的 线 性 关 系，两 者 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间的相关系数高达０．９８，且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这表明高强

度的空间管制会对区域的土地财税和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曹瑞芬和张安录

（２０１７）基于中国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空间规

划管制显著影响保护型区域的土地产权和经济发展，不同区域之间的土地开发

程度呈现出非均衡性。代明等（２０１３）以粤北地区的佛冈县为例，根据计量模型

测算出其被划入保护型区域后的财政收入将减少２２．９９亿～３３．８１亿元，综合经

济损失则高达２７２．９９亿～４５６．９０亿元。管制强化区域财政收入的减少会导致

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降低，进而影响该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福利

水平的提高。

（四）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下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创新

随着人口增长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土地利用的外溢效应导致单纯依

靠市场力量难以达到国土空间 利 用 的 帕 累 托 最 优，需 要 辅 以 政 府 管 制（黄 贤 金

等，２００３；沈悦等，２０１７）。自２０世纪中期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有效应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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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序蔓 延、优 质 耕 地 流 失 过 快 以 及 生 态 环 境 退 化 等 问 题，通 过 采 用 分 区

（ｚｏｎｉｎｇ）、空间规划（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土地利用管制（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等用

途管制 手 段，初 步 实 现 了 土 地 资 源 优 化 配 置 的 政 策 目 标（Ｐａｕｌｓｅｎ，２０１３；

Ｔａｓｓｉｎａｒ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然而，严厉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措

施也导致相关利益主体和异质区域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不公平，进而带

来发展非受限和发展受限区域福利享用的“暴利”和“暴损”（Ｇａｒｄｎｅｒ，１９７７），以

及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研究发现，中国的土地用途管制绩效具有显著的

区域差异性，耕地保护绩效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张全景等，２００８），

以主体功能区划为主的空间管制政策将会持续推动人口、生产要素和产业向部

分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已经较好的区域集聚，进一步加剧区域发展的空间不均衡

（王振波和徐建刚，２０１０），上述研究表明不同区域实际上承受了差异化的国土空

间管制强度。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均发现：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土地

资源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国土空

间管制强度的差异会给异质区域的经济增长和民众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带

来巨大的非均衡（蔡银莺和余元，２０１２；Ｋｏ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曹瑞芬和张安录，２０１７；

余亮亮和蔡银莺，２０１６；余亮亮和蔡银莺，２０１８）。

针对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效应，国外实施的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机制主要有土地发展 权 转 移、农 业 环 境 政 策、税 费 调 节 等 手 段（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５；Ｈｅｎｇｅｒ　＆Ｂｉｚｅｒ，２０１０）。而我国针对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导致的发展

不平衡问题的政策措施主要集中在生态补偿方面，例如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

补偿，广东、上海的基本农田生态补偿等自上而下的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以及流

域上下游之间的横向生态补偿，这些生态补偿措施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及地

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属于典型的“输血”式财政转移支付模式，缺乏“造血”功能，

不能从根本上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余亮亮和蔡银莺，２０１７）。目前的生态

补偿资金大多来源于中央和这些经济发达地区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而财

力不足的省份仍旧没有能力协调开发型和保护型区域的均衡发展，因此应在加

大中央纵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同时，尽快设计不同空间管制强度区域之间的

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伏润民和缪小林，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办公厅 在 发

布的《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应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探索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生态受益区对生态保护区通过产

业转移、人才培训、园区共建等方式实施生态保护补偿”。根据公共财政体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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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内在要求和国外财政转移支付实践经验，中国应坚持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完

善公共财政体系，创新区域间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从“输血”式的财政转移支付补

偿模式向“造血”式的产业转移、园区共建等补偿模式转变，最终实现区域间经济

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协调。

三、研究趋势及展望

归纳起来，国内外关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效应的研究体

现了三个转变趋势：

（一）研究区域和研究视角

即从微观尺度的城市社区层面到宏观尺度的区域层面转变的趋势。从研究

城市社区的房屋价格、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权益、城市内部的通勤压力，逐渐过

渡到城市的外部空间形态、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

最后到区域尺度的经济增长、就业增长、劳动力转移、人口流动以及零售业的全

要素生产率（ＴＦＰ）上，反映了对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经济效应的研究由点及面，逐

步深化的过程。由以上的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学术界对空间用途管制措施经济

效应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城市内部空间的优化，通过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分区规划，

能减轻土地利用的负外部性，保护开敞空间，进而产生良好的景观设施效应，提

升中心城区的房地产价格。由于中低收入人群的支付能力较低，只能迁移到城

市边缘区域，这又会产生巨大的通勤需求，导致城市的交通拥堵。与此同时，城

市的无序蔓延、农地和生态空间的减少，城市内部的分区方式开始用来控制城市

外部空间的膨胀，城市增长边界、农业分区等规划管制措施应运而生，研究人员

又逐渐把目 光 聚 焦 到 大 尺 度 区 域 层 面 上 国 土 空 间 用 途 管 制 的 区 域 经 济 效 应

研究。

（二）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的识别策略

相关研究主要经历了努力解决测量误差、双向因果导致的变量内生性以及

自选择效应等统计计量问题的过程，以求达到实证结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具

体方法从最早的最小二乘回归（ＯＬＳ）到最近被广泛应用的双向固定效应的纵贯

回顾模型、准自然实验方法。同时为避免局部均衡的偏误，研究策略也从局部均

衡到一般均衡分析。通过对国土空间管制测度方式文献的评述，可以看出从早

期的二分类哑变量的设置，到计数型变量、对不同管制工具施以不同权重的沃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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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管制指数，再到构造准自然实验的过程，就是逐步控制测量误差导致内

生性问题的过程。从ＯＬＳ回归，到应用双重差分模型（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ＩＤ）、倾向得分匹配（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ＳＭ）、断点回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ＲＤ）、合成控制法等准自然实验的方法，就是试图控制样本 自 选

择效应，进而得出空间用途管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干净因果效应。局部均衡的

分析具有只见树木、不 见 森 林 的 弊 端，部 分 的 结 果 放 在 整 体 里 可 能 就 会 出 现 问

题。因此，对空间用途管制经济效应的研究也逐渐从局部均衡向一般均衡发展，

具 体 应 用 方 法 包 括 可 计 算 一 般 均 衡 模 型（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ＣＧＥ）和 动 态 随 机 一 般 均 衡 模 型（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ＤＳＧＥ）。

（三）研究方向和现实需求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导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个核心问题

不但影响到空间用途管制措施的顺利实施，还关系到社会公平、公正。从欧美等

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可以发现国土空间的优化只依赖政府严厉型的管制措

施是不能够实现其预期目标的，必须辅以市场激励型政策，创新政府调控制度，

充分利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才能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使不同群体和区域共享国

土空间优化带来的福利。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带来的发展不平衡效应逐渐成为学

者、政府部门、社会大众关心的热点话题，只有创新政府调控手段，激发不同群体

和区域参与国土空间优化的积极性，才能达到国土空间管制的政策目的。已有

大量的国外文献表明，城市增长政策会损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权益；排他性

的农业分区会损害农民的土地权益；被管制强度越高的区域，其经济增长越慢。

这就要求我们要结合我国正在开展的“三线”划定、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

划、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等具体规划管制措施，科学评估这些空间规划管制手段对

我国不同群体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程度，进而为提高国家空间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高全社会福利水平，提供经验研究上的科学证据。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效应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大

科学问题，现有研究主要是通过定性分析发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会导致区域发

展的不平衡，但对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下区域发展不平衡形成机理的认知不足，缺

乏定量测度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且现有关于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下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主要是以“输血”式财政转移支付模式为主，缺乏

“造血”功能。因此，揭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影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作用机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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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评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在多大程度上拉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并据此创

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以实现国土空间优化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将是未来进

一步拓展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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